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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年冻土对全球变化非常敏感，利用植被演替揭示多年冻土区气候与环境变化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以大兴安岭漠河盆地多年冻土岩芯孢粉学为证据，通过AMS14C构建了年代学框

架，重建多年冻土区更新世晚期以来植被演替与气候历史，分析了植被演替对多年冻土区环境

变化的响应。结果显示孢粉组合较好地反映漠河盆地和外围山地植被组成格局，依据区域关

键植被对气候指示关系，漠河盆地30 ka BP以来植被演替指示气候发生了5次显著变化过程：

30.0—27.1 ka BP形成草甸湿地景观，指示气候寒冷湿润；27.1—20.5 ka BP形成针叶林草原景

观，指示气候相对寒冷干旱；20.5—11.3 ka BP由针叶林湿地向针阔混交林湿地景观转变，指示

气温开始转暖，但气候仍寒冷湿润；11.3—1.9 ka BP形成针阔混交林湿地景观，指示气候温暖湿

润；1.9 ka BP至今形成针叶林湿地景观，指示气候冷凉湿润。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影响植被演

替的因素不仅包括纬度和海陆位置上的气候差异，还有多年冻土本身引起的区域环境效应，植

被演替对冰期、间冰期多年冻土变化具有不同响应机制。在末次冰盛期，由于多年冻土冻结和

扩张，导致多年冻土环境更能适应耐寒耐旱、根系较浅的蒿属、藜属等陆生草本繁殖，干旱草原

扩张；在全新世大暖期，多年冻土的融化和退缩不仅为植被提供了良好的生境，还有利于湿地

的潜育化和面积扩大，促进水生植被、蕨类苔藓和乔木的大量繁殖，形成森林湿地景观。因此，

由于多年冻土的存在，放大了气候的水热特性，植被对多年冻土区环境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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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年冻土是指温度在≤ 0 ℃存在两年以上的岩土层，主要发育在高纬度和高海拔地

带，北半球欧亚大陆高纬度多年冻土带主要分布在48°N以北地区[1]。多年冻土作为寒冷

气候的产物，对气候的冷暖波动高度敏感，成为衡量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指示[2-3]。目前，

中国东北地区高纬度多年冻土一般被认为是第四纪残留冻土[4]，在历史上可能历经了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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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和收缩，尤其是更新世晚期以来，气候的频繁冷暖与干湿交替势必导致了多年冻土

环境发生改变[5-6]。因此，了解多年冻土区的气候与环境变化过程十分必要。

植被作为全球陆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大气圈与岩石圈之间相互交换的媒

介[7]，植被与气候环境变化密切相关[8-9]，植被的动态演替被认为是区域气候与环境变化的

重要指示[10-11]。在多年冻土区，植被演替与多年冻土进退具有相互作用关系，植被演替会

改变多年冻土水热状态，影响多年冻土发育[12]；同时气候与多年冻土变化是北方森林演

替的主要驱动力，多年冻土的退缩与扩张也会改变上覆植被的演替[13]。在多年冻土环境

的变动下，气候—冻土—植被往往形成了相互作用关系[14]，植被演替对多年冻土区环境

变化具有响应[15]。孢粉是植物孢子和花粉的统称，代表区域陆地植被群落的缩影，通过

地层沉积的埋藏作用，可以有效地记录长时间尺度地表植被动态，揭示气候与环境变化

规律，利用孢粉反映多年冻土植被与气候与环境变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16]。

大兴安岭漠河盆地是中国典型高纬度多年冻土分布区，也是欧亚大陆多年冻土带南

缘，其历史气候与环境变化过程对于认知多年冻土区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往学

者揭示大兴安岭古气候与环境重建的工作已大量开展，研究集中在高山湖泊和河谷湿地，

包括月亮湖[17-19]、四方山天池[20-21]、达里湖[22]、红水泡[23-24]、阿尔山天池[25-27]和驼峰岭湖[28]，

以及霍拉盆地[29-30]、北红湿地[31]、图强湿地[32]和满归湿地[33]等地。研究表明，大兴安岭历

史气候与环境尽管受到北半球冰量、西风、周边海域、火山活动及人类活动等多重因素

驱动，但气候演变模式对东亚季风波动更具敏感性，大量湖泊与湿地沉积记录证实，大

兴安岭植被、水文、风尘变化与冬、夏季风强弱波动密切相关。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兴安岭中南部地区，对于大兴安岭北部多年冻土区的

古气候与环境变化研究较为缺乏，对多年冻土区植被演替与气候变化过程认识尚不清晰；

并且研究时间尺度多集中在末次冰消期（16—10 ka BP）以来，缺少末次冰盛期及之前

的气候与环境实证记录。本文基于大兴安岭北部漠河盆地多年冻土岩芯孢粉记录，旨在

分析更新世晚期（30 ka BP）以来植被演替历史，从而揭示多年冻土区气候变化过程，

探讨植被演替对冰期、间冰期多年冻土环境变化的响应，以此说明多年冻土区气候与环

境的差异性与特殊性。研究结果不仅提供了中国最北部的大兴安岭漠河盆地气候与环境

变化可靠记录，也为了解植被演替对多年冻土区环境变化的响应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大兴安岭北部漠河盆地（52°10′N~53°33′N, 121°07′E~124°20′ E，图1），

盆地平均海拔450 m，外围山地最高峰为白卡鲁山，海拔1396.7 m。盆地内水系发达，主

要径流为黑龙江及其支流北极河和额木尔河。漠河盆地地处欧亚多年冻土带南缘区，属

于不连续多年冻土区，为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受蒙古国—西伯利亚高压影响，

寒冷而干燥；夏季受太平洋气流影响，温暖且短暂多雨。1月平均气温-29.7 ℃，冬季极

端气温-52.3 ℃，7月平均气温19.8 ℃，年平均温度-4.9 ℃，年均降水量约468.9 mm，7

—9月降水量占全年80%以上。地表每年冻结期超过8个月，地温常年保持0 ℃以下，活

动层4—9月为融化期[34]，夏季多年冻土地下冰平均厚度约3~5 m，多年冻土层年平均厚度

60 m，最大厚度可达120 m[35]，多年冻土分布面积约1.84×104 km2。

盆地内地表呈丘陵起伏，森林与湿地交错分布。坡地形成森林，土壤以森林壤土为

主，植物包括兴安落叶松 （Larix gmelinii）、樟子松 （Pinus sylvestris）、红松 （Pinus 

koraiensis）、红皮云杉 （Picea koraiensis）、白桦 （Betula platyphylla）、毛赤杨 （Alnus 

hirsuta） 和平榛 （Corylus heterophylla） 等，灌木零星有兴安杜鹃 （Rhododend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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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ricum）和柴桦（Betula fruticosa）分布；低地区形成大面积多年冻土泥炭沼泽湿地，

湿地夏季水面高约 10 cm，土壤以泥炭土和沼泽土为主，植物包括塔头 （Carex 

meyeriana）、水龙骨（Polypodiode snipponica）、柳叶菜（Epilobium hirsutum）和苔藓类

（Bryophytes）等[36]。

3   材料与方法

3.1  钻取岩芯

为了便于湿地岩芯取样完整，2017年9月末的初冻时节，选取位于漠河市北极村的漠

河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试验区内多年冻土泥炭湿地，简称北极湿地（53°

28′17″N, 122°19′47″E，海拔298 m）。在北极湿地沉积和多年冻土发育较好的中心低地，

使用XY2000型地质动力钻贯穿了多年冻土层至底部基岩，钻取742 cm冻土沉积岩芯，命

名BJC-3岩芯，岩芯回收率92.5%。沉积岩性自下而上由灰色砾石粉砂层（742~640 cm）、

褐色粘土质粉砂层 （640~530 cm）、青灰色淤泥层 （530~270 cm）、褐色粘土层 （270~

170 cm）、深褐色泥炭层（170~80 cm）、深褐色粘土层（80~70 cm）、黑色泥炭层（70~

15 cm）、黑色腐殖质层（15~0 cm）的8个交替层位构成，底部为不整合接触的深绿色花

岗基岩层，岩芯整体以湿地沼泽相沉积为主（图2）。多年冻土构造自下而上由非冻结层

（742~530 cm）、多年冻结层（530~180 cm）、活动层（180~0 cm）的3个层位构成（划分

依据钻孔地温监控链），多年冻结层以层状分凝冰为主（图2），体积含冰量36%。岩芯钻

取后清洗表面并套入PVC管，装入-5 ℃保温箱冷冻封装，以减少和外界环境交换，转运

至实验室-80 ℃超低温柜进行保存。

3.2  年代测定

根据岩芯沉积岩性和多年冻土构造，采集6个AMS14C年代学样品，分别位于岩芯两

套不同质地的黑/深褐色泥炭层（活动层）、褐色粘土层（活动层下界）、青灰色淤泥层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黑S(2022)87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1   欧亚大陆多年冻土带和漠河盆地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Eurasian permafrost zone and the Moh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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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冻结层）、青灰色淤泥层与褐色粘土质粉砂层交界层（多年冻结层下界）和灰色砾

石粉砂层（非冻结层）。此外，取样还充分考虑了沉积层位含碳量和含冰量，尽量选取有

机质含量高和含冰量低的层位采集。取样流程为岩芯微解冻后，根据岩性采集岩芯中间

新鲜样品50~200 g，并装入PE袋编号密封。样品放射性AMS14C实验流程为样品使用的盐

酸 （3.6% HCl） 浸泡以去除无机碳，水浴加热后洗至中性，烘干后将样品与氧化铜

（CuO）封存于石英管中进行900 ℃燃烧生成CO2，最后进行气体纯化和石墨化后上机测

试，测试委托美国Beta实验室进行。

3.3  孢粉分析

因多年冻结层不易分割和保存，且岩芯中土质沉积物含量较低，考虑底层孢粉含量

可能降低的特性，采取了岩芯不同间距的取样方式。其中活动层（180 cm）以上的黑色

腐殖质层、黑色泥炭层、深褐色粘土、深褐色泥炭层和褐色粘土层以5 cm为间距共取样

36块，冻结层和非冻结层（180~742 cm）的褐色粘土层、青灰色淤泥层、褐色粘土质粉

砂层和灰色砾石粉砂层以10 cm为间距共取样56块，共获得92块样品。实验与鉴定流程为

每块取约100 g岩芯样品进行烘干后过0.3 mm网筛，根据样品岩性制备样品30~50 g，加

入规格10315粒/片的指示性花粉石松孢子。实验方法采用常规盐酸（36% HCl）—氢氧

化钠（10% NaOH）—氢氟酸（36% HF）方法提取，样品水浴加热后洗至中性，使用超

声波振荡过10 μm网筛，加入乙醇（95% C2H5OH）以离心脱水，最后置于甘油（C3H8O3）

中保存并制片[37]。样品鉴定仪器使用Olympus BX53生物显微镜放大400倍，鉴定参照借

图2   漠河盆地BJC-3岩性与年代—深度模型
Fig. 2   Lithology and age-depth model of BJC-3 core in the Moh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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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中国植物花粉形态》与《中国第四纪孢粉图鉴》完成[38-39]，每块样品鉴定统计数量

不少于300粒。数据统计使用Excel软件，采用绝对百分比法进行统计，即以全部孢粉总

数为基数进行计算，利用Tilia 2.0.45进行孢粉图谱制作和聚类分析[40]。

4   结果分析

4.1  岩芯年代

BJC-3岩芯AMS14C年代结果从下至上的时间顺序排列（表1），使用Calib 8.1软件中

Intcal 20北半球陆地标准数据集进行树轮曲线校正，14C校正年龄采用置信区间较高的2 σ

年龄范围和中值年龄[41]。并基于R语言Bacon数据集构建年代—深度模型，写入模型计算

流程代码，程序根据沉积速率插值方法计算出岩芯每1 cm深度的对应年代值，根据年代

与深度值自动建立模型曲线图（图2）。经推算岩芯平均沉积速率0.025 cm/a，最底部年龄

约为30 ka BP。

4.2  孢粉组合

4.2.1  孢粉种属特征    分析达到统计意义样品76块，共鉴定出40个孢粉种属，选取32个种

属来计算孢粉百分比（图3），其他8种种属：蔷薇科（Rosaceae）、苍耳属（Xanthium）、

豆科（Leguminosae）、桔梗科（Campanulaceae）、蓼科（Polygonaceae）、唇形科（Labia‐

tae）、伞形科（Umbelliferae）、茄科（Solanaceae）在各层位出现数量和频率过低，不具

有统计意义。

孢粉组合总体以乔灌木 （58.3%，平均含量下同） 含量最高，其中针叶乔木

（35.1%）全岩芯含量最高，阔叶乔木（22.9%）其次，灌木（0.3%）最低，种属以松属

（Pinus）、桦属（Betula）、云杉（Picea）和桤木属（Alnus）为主，以及少量的落叶松属

（Larix）、栎属（Quercus）、榆属（Ulmus）、椴属（Tilia）、杜鹃花科（Ericaceae）和花椒

属 （Zanthoxylum）； 陆 生 草 本 （21.9%） 种 属 以 蒿 属 （Artemisia）、 藜 科

（Chenopodiaceae） 和禾本科 （Poaceae） 为主，以及少量菊科 （Compositae）、紫菀属

（Aster）、蒲公英属（Taraxacum）和十字花科（Cruciferae）等；水生草本（9.7%）种属

以莎草科 （Cyperaceae） 和柳叶菜科 （Onagraceae） 为主，部分层位还有少量香蒲属

（Typha）分布；蕨类苔藓（10.1%）种属以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含量最多，其他种

属还有水藓科（Fontinalaceae）和三缝孢子（Triletes）。

4.2.2  孢粉带划分    根据岩芯孢粉聚类分析结果，共划分出5个孢粉带和6个孢粉亚带（图

3），孢粉组合带描述如下：

表1   漠河盆地BJC-3岩芯AMS14C年龄
Tab. 1   AMS14C dating of BJC-3 core in the Mohe Basin

取样编号

XAB-1

XAB-2

XAB-3

XAB-4

XAB-5

XAB-6

测试编号

621829

621831

621832

621833

621835

621834

取样冻土层位

活动层

活动层

活动层

多年冻结层

多年冻结层

非冻结层

测样材料

泥炭

泥炭

有机物

淤泥

淤泥

有机物

深度

(cm)

20

110

190

430

530

710

14C表观年龄

(ka BP)

1.4

2.0

3.1

12.8

17.4

24.5

14C校正年龄

(2σ ka BP)

1.2—1.3

1.9—2.1

3.2—3.3

15.1—15.5

20.8—21.2

28.6—28.9

14C中值年龄

(ka BP)

1.3

2.0

3.3

15.3

21.0

28.7

注：14C半衰期为5568年，起始年龄自1950年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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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粉带I （740~670 cm、30.0—27.1 ka BP） 陆生草本 （45.4%） 含量最高，以蒿属

（16.4%）、藜科（9.7%）和禾本科（8.6%）为优势；乔灌木（29.6%）含量其次，以桦属

（10.5%）、松属（10.4%）和云杉属（6.4%）为优势；水生草本（21.3%）也有一定含量，

以莎草科（16.7%）最多；还含有少量的蕨类苔藓（3.7%）。

孢粉带II （670~520 cm、27.1—20.5 ka BP） 陆生草本 （59.9%） 含量显著增加，以

藜科（18.1%）、蒿属（17.8%）和禾本科（12.1%）为优势；乔灌木（31.2%）含量略增

加，以松属（11.5%）、桦属（10.5%）和云杉属（7%）为优势；水生草本（6.8%）和蕨

类苔藓（2.1%）含量均显著降低。

孢粉带III （520~350 cm、20.5—11.3 ka BP）本带整体上乔灌木（53.8%）含量明显

增加；陆生草本 （30.9%） 含量显著降低；水生草本 （11.2%） 含量增加；蕨类苔藓

（4.1%）含量增加。本带分为两个亚带：

孢粉带IIIa（520~440 cm、20.5—15.9 ka BP）乔灌木（47.1%）含量显著增加，主要

为松属（30.5%）的增加，还首次出现了少量榆（1.2%）、榛属（0.8%）等喜暖阔叶乔木

种属；陆生草本（25.9%）含量显著降低；水生草本（19.7%）和蕨类苔藓（7.3%）含量

均显著增加。

孢粉带IIIb（440~350 cm、15.9—11.3 ka BP）乔灌木（60.6%）含量继续增加，其中

桦属（31.6%）显著增加，松属（9.2%）显著降低，喜暖阔叶乔木和灌木种属开始陆续

出现，如山核桃属（2%）、椴属（1.8%）和杜鹃花科（1.8%）等；陆生草本（35.9%）显

著增加；水生草本（2.8%）和蕨类苔藓（0.9%）含量均降低。

孢粉带IV （350~95 cm、11.3—1.9 ka BP）本带整体上乔灌木含量略增加（62.8%）；

蕨类苔藓（15.3%）含量增加；陆生草本（13.1%）含量降低；水生草本（9.6%）含量降

低。本带分为两个亚带：

孢粉带IVa （350~240 cm、11.3—5.8 ka BP）与上层相比，乔灌木（58.1%）含量基

本未变，其中松属（15.3%）略增加，喜暖阔叶乔木种属大量出现：如桤木属（9.4%）、

椴属（5.7%）、榆属（4.3%）和榛属（2.5%）等，还首次出现了栎属（6.7%）；同时桦属

（12.1%）、落叶松 （0.6%） 和云杉 （0.1%） 等喜冷乔灌木种属和灌木 （1.4%） 均降低；

陆生草本（14.5%）含量持续降低；水生草本（11.6%）和蕨类苔藓（17.2%）含量增加。

图3   漠河盆地BJC-3岩芯孢粉组合
Fig. 3   Percentage of for main pollen taxa of BJC-3 core in the Moh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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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粉带IVb （240~95 cm、5.8—1.9 ka BP）乔灌木（67.6%）含量显著增加，主要以

松属（37.6%）和桤木属（9.4%）的增加为优势，喜暖阔叶乔木种属持续降低：如榛属

（2%）、栎属（1.9%），并且椴属（1.4%）、山核桃属（1.3%）和榆属（0.8%）在本带几

乎绝迹，灌木（0.1%）也很少出现；陆生草本（11.6%）、水生草本（7.5%）和蕨类苔藓

（13.4%）含量也均降低。

孢粉带V （95~0 cm、1.9 ka BP至今）本带整体上乔灌木（70.1%）含量继续增加；

蕨类苔藓（11.7%）、陆生草本（10.3%）和水生草本（7.8%）含量均略降低。本带分为

两个亚带：

孢粉带Va（95~50 cm、1.9—1.6 ka BP）与上层相比，乔灌木（66.6%）含量略降低，

其中松属（43%）和云杉（2%）持续增加，桦属（10.5%）基本未变，喜暖阔叶乔木种

属继续降低：如桤木属（4%）和榛属（0.7%）；陆生草本（12.8%）含量略增加，以蒿属

（10.2%）为优势；水生草本（7.2%）和蕨类苔藓（13.2%）含量变化不大。

孢粉带Vb（50~0 cm、1.6 ka BP至今）乔灌木（73.5%）含量增加到全岩芯最大，主

要是松属（49%）和云杉（6%）显著增加，喜暖阔叶乔木种属略增加：如桤木（5.1%）、

榛属（1%）和栎属（0.7%）等；陆生草本（7.9%）含量降低，主要以蒿属（6.3%）的降

低；水生草本（8.4%）含量增加，以莎草科（8.2%）为优势；蕨类苔藓（10.2%）含量

降低。

5   讨论

5.1  漠河盆地多年冻土区孢粉来源与气候指示意义

BJC-3岩芯位于黑龙江上游盆地的中心位置，以黑龙江为界，北侧为俄罗斯的上阿穆

尔盆地，南侧为中国最北部的漠河盆地。漠河盆地受到断陷作用[42]，外围地势起伏较大，

南部为大兴安岭主脊伊勒呼里山脉，盆地内大部区域由于地势较低，地下水位较高，现

代发育多年冻土湿地，主要补给来自夏季集中降水和黑龙江多条小支流稳定汇入，形成

中营养型湿地[43]。低洼地貌（如湖泊和湿地）的孢粉化石沉积与汇水区原位沉积及集水

区径流输入密切相关，漠河盆地孢粉主要来源包括湿地水生植被的原位孢粉沉积，降水

径流对坡地和外围山地孢粉的输入；漠河盆地地处东亚季风北缘，受季风交替影响形成

季节风变[44]，夏季以东南风向为主，冬季以西北风向为主，导致盆地内不同区域空气孢

粉的沉降输入；本区由于受人类干扰较少，一些野生动物活动的搬运作用也不可忽视。

在湿地原位孢粉沉积，水流、风以及动物等搬运作用下，会将盆地湿地、坡地和外

围山地植被孢粉输入埋藏，暖季孢粉沉积伴随着冬季多年冻土冻结累积，因此，形成冻

结与孢粉共生沉积“汇”，BJC-3岩芯孢粉组合可以较好地反映盆地及外围山地生态景观

格局。BJC-3岩芯孢粉化石整体沉积较好，但岩芯底部淤泥层和粉砂层部分层位孢粉含量

较低，未能达到统计意义，推测可能是冬季风增强导致孢粉沉降区域的扩大，减少了孢

粉的区域沉降密度，以及后期较厚的淤泥层指示湿地汇水区可能受到了洪水冲刷扰动。

现代孢粉数据研究表明，孢粉组合中一些关键植被具有重要气候指示作用[45]，孢粉

组合与区域植被种属和气候之间存在显著关系[46]，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植物孢粉在气候

学研究中具有超代表性[47]。根据区域植被的气候指示特性，可以利用孢粉特征来重建气

候变化过程。

松属是本区常见的针叶乔木，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和东麓，是典型的耐寒乔木，

一般需要降水量达到300~400 mm以上，适应相对寒冷湿润的气候环境生长[34, 48]；云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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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山乔木，需要更寒冷的气候条件，主要在1000 m以上的亚高山带环境；桦属也是大

兴安岭地区常见乔木，漠河盆地当前主要以喜冷的白桦为主，对寒冷环境适应性极强[49]；

现代的栎属、椴属、榆属、桤木属和榛属等喜暖阔叶乔木的孢粉频率与中国东北地区的

年平均温度变化呈正相关[50]，因此，这些喜暖阔叶乔木孢粉的总百分比值可以作为温度

升高的指示[51]。

在湿度/降水方面，根据现代孢粉代表性指示，禾本科和蒿属组合为典型草原特征，

是当前大兴安岭西部呼伦贝尔半干旱草原的主要植被种属[52]；蒿属和藜属常用于研究干

旱区的指示，生境年均降水范围200~600 mm，蒿藜比与东北地区西部年平均湿地呈正相

关，高含量的陆生草本通常指示气候干燥[53]；水生植被和蕨类苔藓的高含量通常反映了

夏季风增强和高湿环境[54-55]，尤其是高含量的莎草科、香蒲属和水藓科等植被，被认为是

湿地的重要指示[37]；林下低矮灌木通常代表了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49]，但因本区总体含

量不高，不具有代表性。

5.2  漠河盆地植被演替指示的多年冻土区气候变化过程

30.0—27.1 ka BP植被以草本为主，还有少量乔灌木和蕨类苔藓。发育的水生植被，

以莎草、柳叶菜和香蒲为主；陆生草本也有一定含量，以蒿属、藜科和禾本科为主；乔

木不仅数量少，且种属较为单一，以松、云杉和桦为主。推断此时外围山地为针叶森林，

盆地发育了一定规模的浅水湿地，水生植被与陆生草本交错分布，形成草甸湿地景观，

指示气候寒冷湿润。

27.1—20.5 ka BP陆生草本快速扩张，主要为耐旱的蒿属、藜科；乔木以耐寒的松、

桦和云杉为主；水生植被和蕨类苔藓较少。推测此时期盆地湿地大面积萎缩消失，盆地

内及外围山地被草原占据，针叶乔木向河、湖周围和山地阳坡迁移，形成以草原为主的

针叶林草原景观，这与邻近的霍拉地区植被组成相似[30]，指示气候相对寒冷干旱，气候

特征与末次冰盛期特征相符。

20.5—11.3 ka BP乔木开始显著增加，其中以松属和桦属扩张最明显；陆生草本中代

表干旱的蒿属和藜科明显减少；水生草本和蕨类苔藓开始增加。推测此时期气候逐渐转

暖，外围山地冰雪融化促进了盆地快速湿润化，低地湿地开始扩展发育，坡地的松属突

增；15.9 ka BP之后，由于阔叶林增加形成针阔混交林湿地景观，指示气温开始转暖，但

气候仍寒冷湿润，气候特征与末次冰消期特征相符。

11.3—1.9 ka BP显著特征是植被数量和种属都明显增加。中早期（11.3—5.8 ka BP）

喜暖的榆属、桤木属、椴属等阔叶树种开始增长，陆生草本中的蒿属和藜科明显降低；

水生草本和蕨类苔藓增加，如莎草科和水龙骨科。推断此时盆地内湿地规模达到最大，

坡地被阔叶林和少量针叶林占据，外围山地被阔叶林和大量针叶林占据，形成针阔混交

林湿地景观，指示出此时区域具备良好的水热条件，温度和降水均得到增加，气候温暖

湿润，气候特征与全新世最适宜期相符。中晚期（5.8—1.9 ka BP）乔灌木的扩张以松属

增加为标志，喜暖的栎属、榛属、椴属等阔叶树种持续减少甚至消失；陆生草本和水生

植被及蕨类苔藓含量也开始降低。推断此时维系了针阔混交林湿地景观，但生态格局可

能发生了变化，坡地和外围山地针叶林开始扩张，并侵入湿地边缘区，湿地面积发生退

减，表明温度相较于湿度降低更为明显，气温较之前有所降低。

1.9 ka BP至今，陆生草本蒿属和藜科明显降低；水生草本和苔藓蕨类持续增加，说

明气候趋于湿润化。松属、桦属和云杉扩张明显，喜暖的栎属、榛属和桤木属等阔叶树

种明显减少，以针叶乔木为主的森林达到最大值，说明气温逐渐降低转凉。此时气候开

始普遍降温[56]，标志着区域全新世适宜期的结束，这与东北境内月亮湖、呼伦湖和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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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孢粉记录显示的降温时段特征吻合[17, 57-58]。推测盆地内湿地持续发育中，但面积和水位

可能明显降低，被坡地和外围山地针叶林不断侵入，尤其是喜冷耐湿的松属更能适应湿

地生长，形成了针叶林湿地交错分布景观，指示气候冷凉湿润。

综上所述，30 ka BP以来漠河盆地植被演替与气候发生5次明显演化过程，植被由草

甸湿地、针叶林草原、针叶林湿地、针阔混交林湿地至针叶林湿地演替，气候由寒冷湿

润、寒冷干旱、寒冷湿润、温暖湿润至冷凉湿润转变。说明漠河盆地进入末次冰盛期之

前气候就已经趋于寒冷，末次冰盛期的剧烈降温并不是气候的突变，经历了一个长期的

气候趋冷过渡过程。末次冰盛期时段漠河盆地由于受到北方多年冻土的扩张，启动时间

较为提前[59]，期间草本含量高达66.7%，而非推断的大兴安岭北部完全被针叶林占据的景

观格局[60]，表明大兴安岭西部干旱、半干旱草原越过山脊向北扩张。湿地的发育始于末

次冰消期，且东北大部地区都进入了湿地快速发育期[61]，由于多年冻土和山地积雪大量

融化，与之相比漠河盆地湿润化启动时间可能最早，此时段是区域气候湿润化的重要节

点。全新世适宜期漠河盆地喜暖阔叶林和水生植被扩张明显，但针叶林（32.7%）的高含

量说明相较于中国其他季风区温度仍偏低，5.8 ka BP以后松属、蒿属含量开始增加，气

候开始转为温凉略干，指示气候最适宜期结束，这与中国季风区孢粉指示的气候变化特

征基本一致[62]。全新世晚期大兴安岭北部气候与东北中南部及华北变化趋势出现差

异[63-65]，气候逐渐变凉且湿润化，印证了学者对东北北部地区气候逐渐向冷湿变化趋势的

判断[66]，当前逐渐增强的冷湿过程也是大兴安岭北部沼泽泥炭发育旺盛的主要原因[67]。

5.3  多年冻土区植被演替对冰期、间冰期环境变化的响应

末次冰盛期和全新世大暖期是末次冰期以来最显著的冰期、间冰期气候旋回，对全

球大气环流和陆地生态格局均产生了深远影响[68-69]。北半球夏季太阳辐射引起的冰量扩张

与消融，以及季风波动和周边海域海陆气流交换是东北地区气候转变的主要影响因

素[70-73]，30 ka BP以来漠河盆地孢粉记录与全球记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图4）。历史上受

气候变化的驱动，大兴安岭多年冻土势必发生多次变动，由连续多年冻土到不连续多年

冻土、岛状和零星多年冻土转换[6]。据此，植被可能对多年冻土环境变化具有相应的响应

机制。

与大兴安岭中部驼峰岭湖生物标志物[28]、大兴安岭南部达里湖孢粉记录[22]、东北南

部西团瓢湖孢粉记录[63]和东北中部二龙湾孢粉记录[73]对比发现，末次冰盛期时植被表现

较为贫瘠，漠河盆地和二龙湾地表植被多以耐寒耐旱的蒿属、藜科为主，喜暖阔叶林显

著减少，驼峰岭湖Paq比率（中长链正构烷烃相对丰度）表明湖泊降至浅水位，缺少乔木

等大型植被输入；全新世大暖期时植被表现异常茂盛，漠河盆地、达里湖、西团瓢湖和

二龙湾陆生草本含量均出现下降，乔木显著增加，驼峰岭湖面开始扩张，湖中水生植物

茂盛。这说明东北地区整体上植被演替对冰期、间冰期气候变化有较为敏感的响应。

然而，在冰期、间冰期气候的水热特征却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在末次冰盛期，根据

全球记录显示了全球性的寒冷干旱气候特征（图4），漠河盆地较二龙湾针叶林含量低约

15%，而陆生草本中蒿属、藜科含量较二龙湾高20%以上，驼峰岭湖Paq比率< 0.2指示湖

泊输入植物几乎来自陆生草本植被。这表明东北地区虽然降温幅度相当，但大兴安岭中

北部干旱程度更为剧烈；在全新世大暖期，全球记录显示气温显著回升、降水增加（图

4），达里湖乔木和陆生草本含量约85% （乔木25%、陆生草本60%），西团瓢湖乔木和陆

生草本含量约90% （乔木55%、陆生草本35%），二龙湾单阔叶林含量就高达约92%，反

映出喜湿的水生植被和蕨类苔藓等植被含量很低。而漠河盆地乔木和陆生草本含量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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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叶林27.8%、阔叶林29.6%和陆生草本15.2%），水生草本和蕨类苔藓含量27.4%，驼峰

岭湖Paq比率> 0.4指示水生植物和乔木输入为主。这表明达里湖、西团瓢湖和二龙湾可能

温度更高，但却不如大兴安岭中北部的漠河盆地和驼峰岭湖湿润。

注：数据来源为65°N7月太阳辐射[70]、格陵兰冰芯GISP2 δ18O[71]、葫芦洞石笋 δ18O[72]、日本海海平面[73]、驼峰湖生物

标志物[28]、二龙湾孢粉记录[74]、达里湖孢粉记录[22]、西团瓢湖孢粉记录[64]，其他数据来自BJC-3岩芯孢粉记录。

图4   漠河盆地BJC-3岩芯孢粉记录与区域和全球记录对比
Fig. 4   Pollen-based climate from the BJC-3 core in the Mohe Basin and comparisons with regional and global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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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气候条件中温度和降水变化是植被演替最主要的控制因素，漠河盆地和驼峰

湖纬度高更接近冬季风源地，经度上也距海远导致水汽量递减，末次冰盛期时受冬季风

影响相对干旱，全新世大暖期时纬度高、蒸发弱导致更湿润；另一方面多年冻土引起的

环境特殊效应也不可忽视，多年冻土的扩张与收缩对植被生长最主要的影响是土壤温度、

水分、肥力和根系生长空间的变化[75] （图5），从而对植被演替起到影响。

在末次冰盛期时，气候导致的大兴安岭多年冻土区环境变化是植被演替的主要驱动

力，寒冷气候条件下，多年冻土面积扩张并垂直增厚，多年冻土层由于自身年地温低于

0 ℃的低温效应，会降低植被根系对养分和水分的吸收[76]，抑制植物生长。随着温度的

降低，冻结层具有双向冻结特性[77]，当冻融锋面向地表上升，不仅冻结植物根系和限制

根系下扎生长，还降低了区域水汽循环过程，地表更为干旱恶劣[9]。这些因素导致大兴安

岭多年冻土环境更适合耐寒耐旱和根系较浅的蒿属、藜属等陆生草本植被繁殖，而乔木

不能适应多年冻土环境被迫南迁，或在河流、湖泊和山地阳坡周边形成的融区庇护所存

活。因此，由于多年冻土扩张引起的环境效应，大兴安岭漠河盆地和同属于多年冻土区

的驼峰岭湖相比二龙湾更为干旱。

在全新世大暖期时则相反，气温升高致使漠河盆地和驼峰湖多年冻土势必发生融化

和退缩，但因较高纬度和高海拔导致地下冰并未完全消融[78]，随着融化过程的深入，土

壤温度升高和冻融锋面下降，不仅促进了植被根系对养分和水分的吸收，还为植被根系

生长提供了活动空间。由于未融化的多年冻结层的隔水作用，活动层土壤水分增加，地

表水不能下渗而滞留，当水分饱和后会形成还原环境，还有利于湿地的潜育化和面积扩

大[79]。沼泽湿地土壤表层有机质的积累增加了土壤肥力，盆地植被生产力也得到了提

高[80]，同时还会反作用于植被生长的需要。湿地的发育促进了地表径流和水汽循环，也

有利于多年冻土区域的降水，这也是漠河盆地气候逐渐向湿润转变的原因。因此，漠河

盆地和驼峰岭湖在间冰期适宜的环境促进了水生植被、苔藓类植被和乔木的大量繁殖，

并且这种情况越向多年冻土腹地越明显，在漠河盆地多年冻土与沼泽湿地具有共生性[81]，

形成了森林湿地，表现出了与大兴安岭南部达里湖和东北中南部二龙湾、西团瓢湖的景

观差异。

图5   冰期、间冰期多年冻土变化及对植被演替的影响
Fig. 5   Impact of permafrost changes on vegetation succession during glacial and interglacial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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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多年冻土与植被长期形成了复杂的生态系统，冰期、间冰期由于多年冻

结层的扩张和融化，引起了区域环境的转变，放大了气候的水热特性，植被演替对多年

冻土区环境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值得说明的是，多年冻土对植被演替的影响是长期环

境作用叠加的结果，尽管多年冻土区的冻融循环每年都会发生，但植被对于冻融循环会

产生季节性的适应，短期的冻融强度变化不会对植被演替产生较大影响。

6   结论

基于漠河盆地BJC-3岩芯孢粉分析表明，孢粉主要来源包括湿地植被的原位孢粉沉

积，以及在水流、风以及动物等搬运作用下将外围山地植物孢粉输入盆地。暖季孢粉沉

积伴随冬季多年冻土冻结累积，成为共生多年冻结孢粉沉积层，形成孢粉“汇”，粉组合

较好地反映了漠河盆地和外围山地植被组成格局，依据区域关键植被的气候指示特性，

利用孢粉特征可以重建气候变化过程。

漠河盆地30 ka BP以来植被演替指示气候发生了5次显著变化过程，30.0—27.1 ka 

BP形成草甸湿地景观，指示气候寒冷湿润；27.1—20.5 ka BP形成针叶林草原景观，指示

气候相对寒冷干旱；20.5—11.3 ka BP由针叶林湿地向针阔混交林湿地景观转变，指示气

温开始转暖，但气候仍寒冷湿润；11.3—1.9 ka BP形成针阔混交林湿地景观，指示气候

温暖湿润；1.9 ka BP至今形成针叶林湿地景观，指示气候冷凉湿润。

多年冻土的扩张与消融对植被演替最主要的影响土壤温度、水分、肥力和根系生长

空间的改变，多年冻土本身引起的区域环境效应，植被演替对多年冻土冰期、间冰期具

有不同响应机制。在末次冰盛期，由于多年冻土冻结和扩张，区域水汽循环过程降低，

地表更为干旱恶劣，导致多年冻土环境更能适应耐寒耐旱、根系较浅的蒿属、藜属等陆

生草本繁殖，草原扩张；在全新世大暖期则相反，多年冻土的融化和退缩不仅为植被提

供了良好的生境，还有利于湿地的潜育化和面积扩大，促进了地表径流和水汽循环，也

有利于多年冻土区的降水，促进水生植被、蕨类苔藓和乔木的大量繁殖，形成森林湿地

景观。因此，由于多年冻结层的扩张和融化，放大了气候的水热特性，植被对多年冻土

区环境变化响应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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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Mohe Basin permafrost 
region of the Greater Hinggan Mountains since 30 ka BP

LIU Rui1,  ZANG Shuying1,  ZHAO Lin2,  WU Xiaodong3,  LIU Lixin1,  WU Shaoqiang1,  

LI Tianrui1,  ZHANG Zihao1,  HE Jianxiang1,  LI Biao1,  ZHANG Boxiong1,  CHENG Xiaofeng1

(1. Heilongjiang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Service in Cold Regions,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3. Northwest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AS,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Permafrost is highly sensitive to global changes, and it is important to reve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permafrost regions using vegetation succession. Based on 

palynological evidence and AMS14C dating from a sediment core, vegetation succession and 

climate history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of the Mohe Basin (MHB) in the Greater Hinggan 

Mountain permafrost region was reconstructed. The response of vegeta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was further investigated. Results showed that pollen assemblages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vegetation composition in the MHB and surrounding mountainous area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ey regional vegetation and climate indicators, vegetation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changes: from 30.0 to 27.1 ka BP, a meadow wetland landscape showed a 

cold and humid climate; from 27.1 to 20.5 ka BP, a coniferous forest-grassland landscape 

indicated a relatively cold and arid climate; from 20.5 to 11.3 ka BP, there was a transition from 

coniferous forest wetlands to mixed coniferous-broadleaved forest wetlands, indicating the 

beginning of a warming although the climate remained cold and humid; from 11.3 to 1.9 ka BP, 

a mixed coniferous-broadleaved forest wetland landscape demonstrated a warm and humid 

climate; from 1.9 ka BP to the present, a coniferous forest wetland landscape revealed a cool 

and humid clim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factors influencing vegetation 

succession include not only climate conditions related to latitude and land-sea location but also 

regional factors caused by permafrost itself. Vegetation succession exhibited different response 

mechanisms to permafrost changes during glacial and interglacial periods.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permafrost expansion benefited the growth of cold and drought-resistant 

terrestrial herbs with shallow roots such as Artemisia and Chenopodiaceae, leading to the 

expansion of arid grasslands. During the Holocene Megathermal Period, permafrost 

degradation provided favorable habitats for vegetation, and also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and 

expansion of wetlands, promoting the extensive proliferation of aquatic plants, ferns, mosses, 

and trees, forming a forest wetland landscape. Therefore, permafrost presence enhances the 

effects of water and heat under different climate conditions on vegetation, making vegetation 

more sensitiv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permafrost regions.

Keywords: Mohe Basin; Late Pleistocene; permafrost; vegetation response; paleo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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